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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 

乔坤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我对官员考核和晋升是否存在一个锦标赛机制进行了考察，通过比较上级官

员的收益给出了三种可能：不存在晋升的锦标赛机制、存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

GDP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存在考核指标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机制。我们结合先验

和后验的方法，发现只有经济增长符合考核指标的条件，并且显著正向影响官员的晋升概

率，这说明我国的确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机制。本文

有助于重新审视我国的官员晋升体系、理解当前政绩考核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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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在自然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与他国相比并无独特之处的情

况下，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三十多年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对于维持经济增长

原因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机制。 

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机制由周黎安（2004，2007）、李宏彬和周黎安（Li和 Zhou，2005）

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给出，该理论认为在我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之下，上级官员主要依据经

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因此下级官员有着很强烈的动力来发展经济以求能够获得

政治上的升迁，地方政府官员越来越多的被认为是“政治人”而非由金和辉、钱颖一和温

格斯特（Jin、Qian 和 Weingast，2005）提出的“财政联邦主义”中的“经济人”（陶然

等，2010）。具体的，周黎安（2007）说明了我国锦标赛制度的前提（上级对人事权力的

集中、有可衡量的客观竞赛指标、相对竞赛成绩可分离和比较、参赛官员可以控制和影响

最终结果、参与人不易形成合谋）得到了满足，因而可以有效的实施。在一定条件下（比

如参赛人的风险倾向是中性的），锦标赛可以取得最优的激励效果（周黎安，2007）。这

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大量学者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这一视角就中国经济展开了分析，如

财政竞争、公共品投入等等（见傅勇和张晏，2007；郑磊，2008等等），并且逐渐形成一

条重要的文献支流。 

然而，陶然等（2010）对于上述官员锦标赛机制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过多的

文献直接将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视作给定的事物，而没有探讨它真实的存在性。他们从人

事任免和干部考核、GDP增长率客观性和统计上的技术问题、政府层级选择问题以及官员

锻炼和提拔的角度对这一机制提出了逻辑上的挑战，认为我国的上级对人事的自由裁量权

的缩小、经济增长指标的掺水和 GDP 的核算问题、政府的层级、官员派遣的锻炼目的都

会使得锦标赛的机制不能满足周黎安（2007）提出的实施前提，并且使用 1980-199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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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2 这两个时期的样本数据对于这一机制进行了重估，得到了不存在官员晋升锦标

赛体制的结论。 

与此同时，一支逐渐发展的文献呼吁官员的考核指标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增长，

还应该包含其它的民生指标，比如环境、卫生、科教、能源等等（徐风华和王俊杰，2006），

一些学者更是强调了民众参与的重要性（如邱法宗和张霁星，2007；尤建新和王波，2005

等等），傅勇和张晏（2007）也说明了当前官员考核机制“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

和公共服务”的问题，这些研究说明了我国官员的考核指标多元化的可能和趋势。 

那么，我国是否存在着一个官员竞争的锦标赛体制呢？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是一个、

多个还是没有呢？我们将在本文中重新考察这一机制，使用一个道德风险模型为我国官员

晋升锦标赛机制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基础。具体的，我们将上一级官员比作风险中性的委

托人而将下一级官员比作风险厌恶的代理人，计算出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最优的激励机

制，从而给出了三种可能性：不存在一个晋升的锦标赛体制、存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

考核内容的 GDP 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存在一个考核指标不局限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机

制。我们结合现有数据的实际情况，先验的（prior）测算各个指标的波动性从而探讨这些

指标是否适合做晋升的考核指标，并且后验的（posterior）使用晋升可能性对各个潜在指

标进行回归来考察哪些指标影响官员的晋升/去职的概率。我们发现经济增长是当前我国的

官员考核和晋升体制最恰当的指标，其波动性小于其他几个指标，并且在控制了其它可能

影响官员晋升的变量之后，潜在的考核指标中只有经济增长会显著的正向影响官员晋升的

概率而负向影响官员去职的概率，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确存在一个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机

制，并且目前锦标赛的考核内容主要是经济增长。 

本文从以下四点丰富和充实了以往的文献。首先，我们重新审视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体

制，同样也回应了陶然等（2010）对于这一机制的质疑以及人们对于官员考核指标多元化

的猜想（如邱法宗和张霁星，2007；徐风华和王俊杰，2006；尤建新和王波，2005等等）。

其次，我们构建一个道德风险模型为官员晋升锦标赛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的研究过多的

集中在实证领域，而理论研究并不常见，我们的文章为之后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

入点。再次，我们整合了《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人民

网的相关数据，从时间跨度上来看比以往的文献都要长，如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陶

然等（2010），并且同时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经专网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等辅

助数据源进行了仔细的交叉检查（cross check），使得我们得到的结论更加可信，尤其是

避免 GDP核算有误的问题（陶然等，2010）。①最后，我们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存

在着一个以经济增长为官员核心绩效内容的晋升锦标赛体制，为晋升锦标赛体制提供了新

的证据。同时，我们还探讨了目前锦标赛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本文接下来按如下的方式安排。我们在第二部分利用一个道德风险模型给出锦标赛的

理论基础，之后在第三部分说明我们的实证检验的数据、方法和结果，最后在第四部分对

文章进行总结并且给出政策建议。 

                                                        
① 我们在原稿中同时使用了市级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到了和省级数据一致的结论，这样也同样回应了

陶然等（2010）对于政府层级选择方面的质疑。碍于篇幅，市级样本的结果没有汇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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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理论基础：考核指标的最优数量 

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model）构建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理论

基础。具体的，我们计算委托人（也即上级官员）的预期收益从而得出官员考核指标的最

优数量：如果考核指标的最优数量为 0，那么就应和了陶然等（2010）的结论，即我国并

不存在一个锦标赛式的晋升机制，官员的提拔靠“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综合考虑，并且

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果最优的考核指标数量为 1，在这里我们假设这个单独的指标为经济

增长，那么说明周黎安（2007）提出的官员 GDP 锦标赛的体制是适用的；如果得出的最

优考核指标的数量大于 1，也即在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其它的指标需要考虑，那么我们认为

在这样的锦标赛之下，除了经济增长还有其它的指标，这符合邱法宗和张霁星（2007）、

徐风华和王俊杰（2006）、尤建新和王波（2005）等等对于多个考核指标的呼吁。 

我们假设，上一级是委托人，而下一级官员是代理人。我们首先假设上级官员，也即

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而下级官员（代理人）的合同是线性的，即 ( )w x x�D �E� �� ，官员绩

效（产出）服从一个正态分布， x a� �� ，其中 2~ (0, )�V  。我们进一步假设下一级官员

的效用函数是一个指数型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常数（Constant absolute risk aversion, 

CARA），即 ( ( ))( , ) x C au w a e � K � D � E� � � � � ��  � � ，代理人的保留效用为 RU e �K���  � � 。对于委托人，我们可

以求出他的最大化收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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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x a�  � �，而 服从一个正态分布，因此我们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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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原来的最大化问题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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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一般的假设，如霍尔斯特罗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öm和Milgrom，1991），

令 21
( )

2
C a ca� ，将这一值代入，可以得到最优的解为 

2 2

1 1
,

(1 ) 1
a

c c c
�D

�V� K � V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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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只讨论了一个任务，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官员考核仅仅看一个指标的情况（周

黎安，2007），如果认为官员考核不仅仅是一个指标，而应该有多个的话，那么官员就会

面临一个多个任务的环境。 

基于霍尔斯特罗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我们假设有 k 个任务，也即有 k 个指标。

那么代理人（下级官员）会为每一种任务付出 ai 的努力水平。产出向量 �  � �x a ，其中

1 2( , , , )T
kx x x� x  ， 1 2( , , , )T

ka a a� a  并且 ~ (0, )N �6 。其中： 



 91

2
1 ,1

2
1,

k

k k

� V � V

� V � V

� § � ·
� ¨ � ¸

� 6 �  � ¨ � ¸
� ¨ � ¸
� © � ¹



  



 

努力成本函数依然使用 ( )C a 来表示，我们依然假设工资是线性的，即 ( ) Tw x x�D �E�  � �，

而委托人依然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的效用是指数型的绝对风险厌恶系数为常数（CARA），

即 ( ( ))( , ) x Cu w e � K � D � E� � � � � ��  � � aa 。我们进一步假设，代理人使用一个 k维向量B来给予各种产出权

重，并且为了使代理人的总产出与单一任务的总量一样，我们进一步要求 1
k

i
i

B � �¦ 。这样，

我们的最大化问题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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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服从正态分布，我们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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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个任务和两个任务的原理基本一致，如霍尔斯特罗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我

们仅考虑两个任务的情况。假设还有 GDP增长率以外的一个指标，那么假设 GDP的增长

率指标为 x1，另外一个指标为 x2，由于各种指标的波动率与 GDP 既可能正相关，又可能
负相关，我们将其它任务的波动率与 GDP 的波动关系设为 0，即 12 21 0� V � V� � 。这一点假

设也符合大多数研究我国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如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周黎安（2007）

和陶然等（2010），因为在这几篇经典文献当中，作者都没有加入其它的关于官员绩效的

变量，如果这些变量和经济增长率相关的话，那么就会有遗漏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那么得到的估计值就不准确了。 

假设努力的成本为 2 2
1 2 1 1 2 2 1 2 1 2 1 2

1
( ) ( , ) ( ) , [ , ]

2
C C a a c a c a ka a k c c c c�  �  � � � � � • � �a ：这说明增

加对一项任务的努力会对于另一项工作努力的边际成本的影响，由于这一影响即可能是正

的，也可能是负的，因为比如与 GDP增长相关的任务，如果增加对于促进 GDP增长的努

力的话，那么这样的协同作用可能会降低为该任务的努力成本。反之，如果两者任务的性

质相互排斥，那么增加 GDP 的努力可能会使得执行该任务的努力成本上升。通过一阶条

件，我们可以得到最优的努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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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 * *
1 2( , )a a 代入，可以得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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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条件得到最优的分成比例： 

1 2 2 2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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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的讨论一致，两个任务的产出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我们进一步假设两个任

务的努力不相关，也即 k=0。这同样取自于李宏彬和周黎安（Li和 Zhou，2005），周黎安

（2007）和陶然等（2010）的假设。这时，我们有： 

* *1 2
1 22 2

1 1 2 2

,
1 1

B B

c c
� D � D

�V� K � V � K
�  �  

� � � �
 

我们给出了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同样比较了当 12 0�V �z 同时 k也不为 0的情况，这样的

比较只会从计算上增加复杂性，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 

假设单一任务为 x1，将单一任务和多任务的努力水平和合同（分成比例）带入，很容

易得到委托人在安排单一任务和多个任务时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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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两个收益，当 2 2
1 1 1 2 2 2(1 ) (1 ) 0c c c c� V � K � V � K� � � � � � � d时，说明任务 2的努力成本和产出

的波动性的一个加权要高于任务 1，这时任务 2的权重 B2取 0，多任务的合同退化为单一

任务合同。否则，任务 2的权重大于 0，那么超过 1个任务的合同会给委托人带来更多的

收益，因此多任务的合同会更好。 
进一步，我们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如果 2�V � o � f（对称地，可以讨论 1�V），那么我们

可以看到： 

* 1 2 2
1 2 2

2 1 1 2( )

B c B k

c c c k
�D

�K�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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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 B1c2-B2k<0（此时我们放松了 k=0的假设），那么 *
1 0�D � ，这在如霍尔斯特罗

姆和米尔格罗姆(1991）中被称为“低能量的激励”。此时，委托人会提供固定工资合同，

也就是不给代理人提供激励，这种情况印证了陶然等（2010）的说法，即没有固定明确的

干部考核指标，只是笼统的以“德能勤绩廉”来考察官员，这个考核体系是个“黑箱”。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的理论预测结果： 

（1）如果官员的考核指标数量为 0，那么不存在一个晋升锦标赛机制。 

（2）如果官员的考核指标数量为 1，那么存在一个单一维度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机

制，根据以往的文献，我们假设为经济增长。 

（3）如果官员的考核指标数量大于 1，那么存在一个多维度的考核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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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检验 

上一节给出了官员晋升锦标赛考核指标数量的理论基础中的一个难点，即我们无法知

道下级官员为经济增长付出的努力成本到底是多少，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进行实证检

验。首先，我们先验的使用 F检验对各个可能的考核指标的波动性进行检验，如果某个指

标的波动性过大，那么这个指标就不适合作考核指标。接着，我们后验的按照李宏彬和周

黎安（2005）、陶然等（2010）的方法，通过排序的 probit 模型考察各个可能的指标对于

晋升/去职概率的影响。  

（一）数据和变量 

我们的数据来自于 1978年至 2010年各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党委书记的简历和《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这些简历可以通过人民网以及维基百科检索得到。我们重点关注的

是党委书记，因为党委书记正如其所在的辖区内的 CEO，见瓦尔德（Walder，1995），如

果有省长（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同时也是该辖区内的党委书记的话，我们

就记他为党委书记，与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的一致，以下简称“官员”。 

我们的数据搜集了官员具体的个人信息，包括：（1）职位变动 y，我们按照李宏彬和

周黎安（2005）和陶然等（2010）的方法，当官员退休、结束任职或者降职时则 y=0，官

员级别不变取 y=1，官员晋升则 y=2。（2）年龄。1982年中央政府取消了干部终身制并且

实行了强制退休的政策，这一政策贯穿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

陶然等（2010）。另外，为了更好的获取年龄对于晋升/去职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我们对官

员加上一个指示 65岁的虚拟变量（如果大于 65 岁，则取 1，否则为 0），因此我们预期年

龄对于晋升概率的影响为负。（3）教育。教育取 1，如果这个官员有大学或者以上的背景，

否则取 0。教育预示着官员的人力资本，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因此这一变量可能对

晋升概率产生正向的影响。（4）与中央的联系，过去工作的中央背景会影响到官员晋升的

可能性，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5）在位时间的长度。在位时间可能释放了官员在

位能力不足的信号，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资历长的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反而会更小，

甚至“终老”于这一职位，我们预期这个变量负向影响晋升的可能性。（6）政治周期。

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认为每五年一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的官员更迭的频

率更高。 

对于考核指标，我们有：（1）经济增长。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和陶然等（2010）

均使用的是 GDP的增长率，我们同样使用 GDP的增长率，但是同时考虑到周期性，我们

使用年增长率和任期内平均增长率来衡量。（2）教育发展。因为教育体现着人们的知识水

平（傅勇和张晏，2007），并且这一指标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我们用教育支出

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见郑磊，2008）。（3）医疗水平。联合国强调了预期寿命，

而寿命延长的保障则是医疗，我们用医疗卫生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如伊万诺

娃、阿塞留斯和斯里尼瓦善（见 Ivanova、Arcelus和 Srinivasan，1999）。 

表 1汇报了基本统计量。只有频繁的工作调动才可以使得我们更好的观察这些官员的

晋升轨迹和他们相应的考核指标，而我们的数据显示的确是如此，与李宏彬和周黎安

（2005）一样，我们发现官员交流的频率比较高，每年平均有 21.2%的省级官员的工作发生

了变动。这一频率和美国 CEO的更换频率（20%）相当，详见丹尼斯和丹尼斯（Deni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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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1995）。另一个很明显现象是，我国各省在 1978-2010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较高，平

均每年增长均超过了 10%。省级官员中获得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比重占了 79%，这显示了

中央政府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重视。28.8%的省级官员在党中央/国务院担任过职务，

平均任期为 3.46年，最长的省委书记任期为 16年。 

表 1  基本统计量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升迁（是=1，否=0） 994 0.078 0.254 0 1 

是否卸任（是=1，否=0） 994 0.105 0.344 0 1 

年龄 994 58.017 5.101 42 75 

年龄大于 65（是=1，否=0） 994 0.170 0.355 0 1 

是否大学毕业（是=1，否=0） 994 0.793 0.370 0 1 

是否有中央工作背景（是=1，否=0） 994 0.288 0.453 0 1 

任期 994 3.460 2.183 1 16 

GDP增长率 994 0.113 0.066 -0.159 0.504 

GDP平均增长率 994 0.104 0.045 -0.159 0.296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994 0.243 0.107 0.118 0.427 

医疗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994 0.166 0.109 0.081 0.228 

注：数据来自于《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人民网。海

南从 1988年开始进入省级行政行列，之前算广东的一个行政区，按地级计算。重庆从 1997年开始计算。 

（二）实证检验方法 

我们先验的使用 F检验考察潜在指标的波动性的相对大小，根据我们模型的推断，波

动性比较大的指标不适合作考核指标，而波动性并不是很大的变量则很有可能是官员晋升

的考核指标。通过计算官员任期内各个指标的每年增长率的方差和平均增长率的方差从而

得到各个指标的波动性。具体的，我们首先使用 F检验考察他们的波动性是否相等，进而

检验各个指标相对波动性的大小，最后通过求 F检验的分位数求出波动性较大的指标的方

差在统计意义上相当于波动性小的指标的方差的倍数。 

与此同时，我们后验的考察各个潜在的考核指标对于晋升可能性的影响，如见李宏彬

和周黎安（Li和 Zhou，2005），陶然等（2010），实证模型为： 

, 1 , 2 , 3 , , ,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y GDPgr Education Health X u u� D � E � E � E � G � P � O�  � � � � � � � � � � �  � � � �  

其中，yi,t为一个排序的离散随机变量，对应着提拔（=2）、平级调动（=1）和去职（=0），

GDPgri,t、Educationi,t 和 Healthi,t 分别对应着我们提到的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
Xi,t是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背景、中央工作的背景以及任期。残差项中， i�P
是省份的个体固定效应（provincial/city fixed effect），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t�O是一个共同

的冲击，刻画时间的固定效应（time fixed effect），不随个体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使用排序

的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三）实证结果 

1、各个指标的波动性比较 

我们首先考察各个指标波动性的大小，表 2给出了假设检验的结果。首先，我们假设

各个指标的波动性在统计上是相等的，通过 F检验，我们发现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教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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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医疗水平的波动性并不相等，我们进一步假设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小于教育发展和医疗

水平的波动率，表 2的列（1）和列（3）给出了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p值均远大于 0.10，

因此在 10%水平下不能拒绝“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小于教育发展/医疗水平”的原假设。 

我们进一步探究在 10%水平下，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在统计上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多

少倍。具体的，我们通过求出 F 分布的 10%分位数，得到在 10%水平下与教育发展/医疗

水平在统计上无差异的最小的波动率数值，再使用这一数值除以我们计算出的经济增长的

波动率，得到这一倍数。表 2 的列（2）和列（4）汇报了相应的值，可以看到教育发展和

医疗水平的波动率从统计上而言是 GDP 年增长率的 5.5 倍，是任期内年平均增长率的 10

倍多，这说明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波动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率而言非常大，令 2
1�V 是经济增

长指标的波动率， 2
2�V 表示教育发展或者医疗水平的波动率，那么 2 2

1 1 1 2 2 2(1 ) (1 )c c c c�V � K � V � K�� � � � �

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不宜作为官员竞争的考核指标，那么上级官员为

下一级官员设计的最优晋升“合同”应该仅包含经济增长这个指标从而最大化上级官员的

收益。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官员对于各个指标的努力成本不可测度，因此我们的结果只

能说明，在给定努力成本的情况下，波动性小的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考核重点的可能性更大。 

表 2  各个指标波动性的比较 

列 （1） （2） （3） （4） 

波动性指标 教育发展 医疗水平 

GDP年增长率 小于 N=5.423 小于 N=5.518 

 P≈1.0000 P=0.100 P≈1.0000 P=0.100 

GDP平均增长率 小于 N=10.212 小于 N=10.409 

 P≈1.0000 P=0.100 P≈1.0000 P≈1.0000 

注：数据来自于《新中国 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和人民网。 

2、各个指标对于晋升/离职可能性的影响 

上一节我们从先验的角度探究了哪些指标适宜作考核指标而哪些不适合，我们接下来

从后验的角度检验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和医疗水平是否会影响到晋升/离职的概率，同时也

是对于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陶然等（2010）的争论进行重新的考察。 

我们同时使用了全样本和 1994年之后的样本进行分析，因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

前“财政联邦主义”可能会对这一锦标赛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见金和辉、钱颖一和温格

斯特（2005），而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的数据跨度为 1979年到 1995年，并没有包含

1995年之后的数据，陶然等（2010）的数据从 1979年到 2002年，也忽略了最近些年的情

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 1994 年之后的样本进行考察可以更加充分的评估这一机制的存在

性。与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陶然等（2010）的一致，我们考虑到各个省的异质性，

使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估计。表 3汇报了使用排序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 3的前两列给出了使用全样本时的估计结果①，可以看到只有 GDP的增长率会正向

影响官员晋升的概率而会负向影响官员去职的概率，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而教育和医疗对

于晋升/去职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具体的，GDP 的年增长率对于晋升/离职的可能性

                                                        
①我们同样对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进行了估计，得到的结果和全模型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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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在 5%水平下显著而任期内的 GDP平均增长率在 1%水平下显著，并且这一影响有

足够大的边际值：在经济增长率均值附近，GDP 的年增长率对于晋升概率的边际影响为

0.195，对于离职概率的边际影响为-0.266，那么GDP的年增长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066），

晋升的概率会增加 0.0129，相当于其均值的 16.5%，同时离职概率会下降 0.0175，相当于

离职概率均值的 16.8；任期内的年均 GDP 增长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对于官员升迁和离职

概率 影响分别为 0.0259 和-0.0347，相当于升迁和离职概率均值的 32.7%和-33.3%。这些

结果说明经济增长对于官员晋升的影响不仅仅在统计上显著，在经济上也是不可忽视的。 

表 3 的后两列给出了对 1994 年之后的样本进行检验结果，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和医

疗水平的显著性和估计值的大小都与全样本几乎完全一致：仅有经济增长这一个指标会显

著的正向影响官员晋升的概率，负向影响官员离职的概率，而其他两个指标均在统计意义

上不显著。并且，1994年之后的样本由于受到金和辉、钱颖一和温格斯特（2005）提出的

财政联邦主义的影响更小，因而得到的估计更可信，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更大，

边际效应也在经济意义上更加显著，这说明我们的估计是稳健的，结果并不是由财政联邦

主义引起的。① 

对于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年龄对于晋升的影响都是负的，并且在 10%水平下显著，而

是否大于 65岁的虚拟变量则在 1%水平下显著：官员的年龄每增加 1年，其晋升的概率下

降 0.41%，而离职的概率增加 0.47%；年龄达到 65岁意味着官员晋升的概率下降 0.057，

将近总晋升概率的 73%，离职的概率会增加 0.093，相当于总离职率的 85.7%。此外，教

育水平也是影响官员晋升的一个特质因素，这一变量在 10%水平下显著：给定其他条件不

变，拥有大学本科文凭会使得官员的晋升概率增加 1.4%，去职概率则降低 1.47%，这些结

果既说明了我国对于年轻干部的重视，也反映了教育对于官员人力资本水平的反映，与见

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的结果一致。同时，官员过去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经验将会增

加晋升的概率并且降低去职的概率，这一变量不仅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其边际影响也是

不容忽视的，中央工作背景会使得官员的晋升概率增加 3.56%，离职概率降低 3.65%。我

们的结果支持了上一级党委/政府的工作经历会帮助建立与主管官员任命权的上级领导的

非正式关系，详细的论述见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另外，我们发现官员任期的长度

会负向影响其晋升的可能性而正向影响官员去职的可能性，并且这一影响在 10%水平下是

显著的，这说明在位时间过长释放了官员在位能力不足的信号，同样验证了见李宏彬和周

黎安（2005）的结论。 

表 3  对于升迁、去职可能性的考察 

变量 全样本 全样本 1994年之后 1994年之后 

GDP增长率  
1.616** 

(2.027) 
 

1.868*** 

(2.897) 
 

GDP年均增长率    
4.700*** 

(2.595) 
 

4.977*** 

(2.993) 

                                                        
① 我们在原稿中也使用了 1985年之后的样本进行考察，因为我国的干部年轻化和老干部离休可能会对我

们的结果产生影响，详见李宏彬和周黎安（2005），我们依旧得到了一致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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